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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特色哲学 “三大体系”·

从理论思维看当代中国哲学研究*

孙 正 聿

［摘 要］ 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在推进社会解放思想的进程中实现了自身的思想解

放，变革了以素朴实在论为基础的直观反映论的思维方式、以机械决定论为基础的线性因果

论的思维方式和以抽象实体论为基础的本质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这也构成当代中国哲学研究

的理论思维的新起点。“问题导向”的理论思维，提升了当代中国哲学捕捉和把握时代性问

题的理论洞察力、分析和提炼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概括力、阐释和论证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思辨

力、回答和解决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思想力，赋予哲学范畴和哲学命题以新的时代内涵和思想

内涵，为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思维的

坚实基础。
［关键词］ 当代中国 哲学研究 理论思维 ［中图分类号］ B0 － 0

“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 ( 习近平，第 20 页)。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及其理论创

新，是同它的理论思维的“起点”、理论思维的“变革”和理论思维的“提升”息息相关的。改革开放

40 年来，理论思维的变革和提升，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思维的新起点，为构建具有主体性、

原创性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思维的坚实基础。

一、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思维的起点

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是在推进社会解放思想和实现自身思想解放的双重化进程中展开的。哲学

自身的思想解放，不仅是哲学推进社会解放思想的前提，而且是哲学自身发展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哲学的思想解放，突出地表现在: 从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当中解放出来; 从唯上唯

书、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当中解放出来; 从自我封闭、排斥外来的学术视域当中解放出来; 从照本宣

科、僵化枯燥的话语方式当中解放出来。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研究的

理论思维的起点。

哲学研究中的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集中地表现在把复杂的哲学问题和哲学派别冲突

简单化、抽象化和庸俗化，以“贴标签”的论断代替具体的研究。哲学是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

它所研究的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真理与价值、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

实、标准与选择、自由与必然等全部哲学问题，无不包含着人类实践和认识的极为复杂的难题，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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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引发包括唯物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在内的复杂的派别冲突。哲学的派别冲突是在不同的时代展

开的，哲学的历史演进是在不同时代的派别冲突中实现的。在哲学发展进程中所展开的派别冲突，总

是以先前的哲学问题和哲学成果为基础，聚焦于人类在其发展中所面对的时代性的实践和认识的难

题，因此，每个时代都有反映自己时代水平的哲学派别冲突，特定时代的唯物主义哲学总是同自己时

代的唯心主义哲学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离开特定时代的哲学问题和哲学论争，就会把复

杂的哲学问题和哲学论争简单化、抽象化和庸俗化，并因而把丰富多彩和不断深化的哲学思想变成某

些简单的论断和凝固的教条。在哲学的发展进程中，哲学不仅是在不同派别的哲学论争中发展的，而

且是在同一派别的不同形态、不同水平的哲学之间的变革中前进的。唯物主义哲学从古代的朴素唯物

主义发展到近代的机械唯物主义再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唯物主义，已经从旧唯物主义变革为新唯

物主义。超越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从简单化、抽象化的哲学论断走向具体的、深化的哲学研究，特

别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主义的理论思维开展哲学研究，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在自身的思想解放中所

形成的理论思维的起点。

哲学研究中的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是同唯上唯书、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密不可分

的。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任何重大的哲学问题都源于时代性的重大现实问题，任何时代性

的重大现实问题都深层地蕴含着重大的哲学问题。近代以来的哲学之所以日益凸显以 “思维和存在

的关系问题”为基本问题的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直觉与逻辑、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真

理与价值、个人与社会、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关系问题，之所以构成以唯物

论与唯心论、经验论与唯理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为主要标志的哲学派别冲突，其真实的

根源就在于近代哲学在时代的变革中经历了由中世纪的 “信仰的时代”到文艺复兴时期的 “冒险的

时代”再到 17 世纪的“理性的时代”、18 世纪的 “启蒙的时代”、19 世纪的 “思想体系的时代”的

历史性转换。现代哲学之所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实践转向”和现代西方哲学的 “语言转向”，

之所以形成以科学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经济哲学、价值哲学、政治哲学、生态哲学为主要标

志的“部门哲学”或“分支哲学”，之所以日益凸显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自

由主义与群体主义、坚守形而上学与拒斥形而上学、国家利益优先与人类利益优先为主要标志的哲学

派别冲突，真实的根源就在于人类在 “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

第 42 页) 的进程中实现了文明形态的变革，从而实现了表征人类文明的哲学理念的变革。实践的发

展，文明的变革，哲学理念的创新，要求哲学研究必须面向自己的时代，研究和回答自己时代的重大

问题。20 世纪 70 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不仅实现了当代中国的空前的思想解放，而且推进

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空前的思想解放，总体上从唯上唯书、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当中解放出来。
“问题导向”的理论思维成为当代中国哲学在自身的思想解放中所形成的理论思维的起点。

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和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当中解放出来，其直接体现就是从自我封闭、排斥

外来的学术视域中解放出来。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哲学本身具有两个主要特征: 其一，哲

学是人类文明的理论表征，是在理论上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总结、积淀和升华。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

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历史性的思想总是生成于思想性的历史之中，因此，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

不能离开表征人类文明进步的世界性的哲学史。其二，哲学是以时代性内容、民族性形式和个体性风

格求索人类性问题，哲学理论的范畴体系和表达方式具有显著的民族性特征，哲学命题的思想内涵和

价值诉求则具有深层的人类性特征，因此，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不能离开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对

人类性问题的探索。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界在已有的 “汉译名著”的基础上，大量地引

进、翻译、评介现代外国哲学的学术著作，具体地研究以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弗洛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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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波普、库恩、德里达、福柯、罗尔斯、诺齐克、哈耶克以及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阿多诺等

为主要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哲学流派和哲学思潮，为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输入了新鲜的和厚重

的学术资源。批判地汲取这些学术资源，反思这些哲学流派和哲学思潮所表征的人类性的时代性问

题，拓展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也从理论思维上推进了当代中国哲学的思想解放。

语言是思想的现实。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在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和排

斥外来的学术视域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中，不仅梳理出了一系列具有思想内涵的学术命题和学术观点，

而且提炼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内涵的新的学术命题和学术观点，迫切需要以富有思想内涵和时代内涵

的哲学范畴体系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学术体系是话语体系的思想内

容，话语体系则是学术体系的表达方式。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人类性的哲学问题总是展现

在具有民族特征的概念框架、范畴体系和话语方式之中。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和西

方哲学的“对话”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并形成具有主体性、原创性

的当代中国哲学的话语体系，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主要的努力方向。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既要深刻地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内涵和时代内涵，又要

切实地体现中国哲学范畴体系所蕴含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还要积极地汲取现代外国哲

学所提出的哲学命题和哲学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话语体系，则不仅要求突破 “从概念到

概念”的“经院化”的哲学话语体系，而且必须改变 “原理加实例”的 “庸俗化”的哲学话语体

系，以“有理”“讲理”的方式激发人们的理论兴趣、拓宽人们的理论视野、撞击人们的理论思维、

提升人们的理论境界。这就要求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从僵化枯燥的话语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以马克思

主义基于实践观点的理论思维，不断地探索和构建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当代中国哲学的话语体系。

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任何民族和任何时代的哲学，都是经由哲学家的理论思维所创建

的哲学，都是哲学家以其理论思维对人类文明的总结和升华所构建的哲学。哲学家个人的思辨和体

验，与人类的思想和文明，共同熔铸于作为历史性思想的哲学理论之中，并展现在作为思想性历史的

哲学史之中。每个时代的人类都有该时代的特定的人类历程和理论资源，时代性的人类历程又总是表

现为哲学家对它的独特的生命体验，时代性的理论资源又总是表现为哲学家对它的独特的理性思辨，

由此构成的就是各异其是且丰富多彩的具有 “署名”意义即 “有我”的哲学。在这个意义上，作为

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 “哲学”，既是哲学家以 “个人”的名义讲述 “人类”的自我意识，又

是哲学家以“人类”的名义讲述“个人”的自我意识。哲学家在何种程度上把握到时代性的哲学问

题，并在何种程度上对时代性的哲学问题作出理论回答，决定着该种哲学理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

人类思想史上，之所以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之所以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

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是因为马克思以其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基于实践观点的理论

思维和勇攀高峰的科学研究，把时代性的重大问题和 “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升

华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沿着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

体系和话语体系，就要坚持不懈地 “守正创新”，充分发挥哲学工作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去洞察、概括、反思和回答时代性的重大现实问题所蕴含的重大哲学问题，

以艰辛的理论探索和丰硕的理论成果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当代中国哲学。

二、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思维的变革

当代中国哲学思想解放的直接结果，就是实现了哲学研究的理论思维的变革。这种理论思维的变

革集中地体现为: 变革了以素朴实在论为基础的直观反映论的思维方式; 变革了以机械决定论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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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线性因果论的思维方式; 变革了以抽象实体论为基础的本质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理论思维的变革，

实现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哲学理念的创新。

在当代中国哲学思想解放的进程中，最为突出的是变革了以素朴实在论为基础的直观反映论的思

维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界特殊地关注和坚持不懈地展开了对马克思的 《关于费尔巴哈的

提纲》 ( 以下简称《提纲》) 的研究。这种关注和研究决非偶然，而是由于这份被恩格斯称作 “包含

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13 页) 的《提纲》，在世

界观的高度变革了全部旧哲学的理论思维。在 《提纲》的一开头，马克思就尖锐地提出: 从前的一

切唯物主义 ( 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的主要缺点是: 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看待现实、

事物、感性，而没有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54 页) 这意味着，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它 “只是”从 “客体的或直观的”方式去看待人与世界

的关系，也就是仅从“被动”的或“给予”的角度去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是哲学意义上的以

素朴实在论为基础的直观反映论的思维方式。

直观反映论的思维方式，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 “只是”从 “客体的或直观的”

方式去看待人与世界之间的主客体关系，而没有从主体的方面去看待人与世界的主客体关系。对此，

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地提出: “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 动物不对

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 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

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81 页) 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以人作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主

体为前提的，是以人的目的性、对象化活动为基础的，是以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为内容的，

是以“人给自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画”为导向的。主体对客体的关系，不仅包括主体对客体的认知

关系、价值关系和审美关系，而且是以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所形成的 “文明”为现实

基础和真实内容的。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不仅交织着主体与客体之间的

复杂的认知关系、价值关系和审美关系，交织着主体的意识内容与意识形式、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

外延逻辑与内涵逻辑、知性思维与辩证思维、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矛盾关系，而且包含着列宁所指

出的“活生生的、多方面的 ( 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 认识”，包含着 “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

实、接近现实的成分”。( 列宁，第 411 页) 离开主体对客体的极为丰富和极为复杂的矛盾关系，以

直观反映论的思维方式去对待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就会把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 “思维和

存在的关系问题”抽象化和简单化，并因而把全部哲学问题抽象化和简单化，把哲学的学术命题、

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变成枯燥的条文和现成的结论，从而陷入列宁所尖锐批评的把哲学理论 “当做

实例的总和” ( 同上，第 407 页) 的做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界以实践观点重新理解和阐释马

克思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从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出发，具体地探索人的认识活动中的反映与创

造、选择与建构、直觉与逻辑、思想与反思的辩证关系，不仅深入地探讨了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关系、

价值关系和审美关系，揭示了知、情、意的复杂的矛盾关系，而且深入地研究了作为特殊的主客体关

系的主体间关系，揭示了主体之间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关系，从而凸显了以人的主动性、丰富性

和创造性为基本内涵的 “主体性”问题，深刻地改变了哲学研究的直观反映论的思维方式。

直观反映论的思维方式，与线性因果论的思维方式，是互为表里并且相辅相成的。因果关系，既

是事物之间、观念之间、事物与观念之间的最基本、最直接、最简单的关系，又是事物之间、观念之

间、事物与观念之间的最重要、最间接、最复杂的关系。以直观反映论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因果关系，

A 事物引发 B 事物，则 A 为因而 B 为果; B 事物又引发 C 事物，则 B 又为因而 C 则为果; 由 A、B、
C 而又引发一系列继发事物，则构成前后相继的线性因果链条。以这种思维方式去看待和解释因果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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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就是典型的 ( 也就是直观的) 线性因果论的思维方式。线性因果论的思维方式，如同直观反映

论的思维方式，首先是基于作为“共同经验”的常识思维。在以常识即 “共同经验”为中介所构成

的人对世界的关系中，人作为既定的经验主体，世界作为既定的经验客体; 主体是以 “直观”的方

式把握世界，客体则是以“给予”的方式呈现给主体。在这种 “直观—给予”的主客体关系中，人

和世界都是既定的、稳定的、确定的存在，事物之间、观念之间以及事物与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

对应的、线性的存在，由此就构成了把握世界的直观反映论和解释世界的线性因果论。

以机械决定论为基础的线性因果论的思维方式，既是根源于作为共同经验的常识思维，又是形成

于近代以来的科学思维。按照恩格斯的总结和概括，19 世纪以前的近代科学，主要是 “搜集材料”

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它的主要特征是把自然界分解成各个部分，进而把各种自然过

程和自然对象分解成不同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种做法所形

成的思维方式，就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

态去考察，不是把研究对象当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把对象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这种把事物当成

“既成事物”的研究方式被移植为哲学的理论思维，就构成了以机械决定论为基础的线性因果论的思

维方式。从 19 世纪开始，人类的自然科学研究，已经由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 “既成事

物”的科学，发展为“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即“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 “这些自然

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科学。正是针对自然科学的这种基本状况，恩格斯提出，“经验的自然

研究已经积累了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因而在每一研究领域中系统地和依据其内在联系来整理

这些材料，简直成为不可推卸的工作。同样，在各个知识领域之间确立正确的关系，这也是不可推卸

的。于是，自然科学便走上理论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

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84 页) 对此，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

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

的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了模式，从而提供了说明方法。” ( 同上)

在“广阔的研究领域”即科学研究中，不仅自然科学研究离不开作为理论思维的辩证法，而且社会

科学研究同样离不开作为理论思维的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

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

的”。( 同上，第 247 页) 这表明，“研究”人的活动与历史规律、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历史的进

步与倒退、人类的现实与未来，离开作为理论思维的辩证法，同样 “没有达到思想清晰的任何可

能”。正是在对相对论、量子力学以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现代科学的哲学反思中，在对人的

历史活动与历史的发展规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辩证关系的哲学探索中，当代中国的

哲学研究变革了以素朴实在论为基础的直观反映论的思维方式和以机械决定论为基础的线性因果论的

思维方式，真实地确立起辩证法的理论思维。

在哲学发展史上，以抽象实体论为基础的本质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是全部 “形而上学”的理论

思维即本质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思维方式。本质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把事物的现象与本质割裂开来、对立

起来，又把认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还把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割裂开来、对立

起来，试图寻求与现象相分离的本质、与主观性相对立的客观性、与相对性相割裂的绝对性，把某种

抽象的“实体”作为最深层的本质、最彻底的客观性和最完美的绝对性，从而形成了以抽象实体论

为基础的本质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正因如此，马克思以前的全部旧哲学———包括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

义———都把哲学定位为对终极之真、至上之善和完满之美的寻求。这种绝对的、终极的、至上的真善

美，构成了马克思所揭示的使人 “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正因如此，马克思提出，近代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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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任务就是揭露人在 “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不仅如此，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为历史服

务的哲学”要在揭露“神圣形象”的基础上，揭露人在 “非神圣形象”中的 “自我异化”。( 《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 页) 不是寻求 “解释世界”的 “终极真理”，而是以 “改变世界”的

自觉“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是对以抽象实体论为基础的本质还原论的最为彻底的超越，

也就是对全部旧哲学的 “形而上学”的最彻底的超越，由此构成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

的理论思维。对此，马克思明确地指出: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

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同上，第 60 页) 马克思

的基于实践观点的理论思维，就是从人的目的性、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即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去

看待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相对与绝对、自由与必然等全部哲学问

题。它不仅把人与世界之间的全部矛盾的现实根源归结为人的实践活动，而且把解决人与世界之间的

全部矛盾的现实基础归结为人的实践活动，从而构成 “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 《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 4 卷，第 241 页)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直观反映论和线性因果论的思维方式，特别

是超越“形而上学”的本质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确立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所实现的最深层的理论思维的变革。

三、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思维的提升

当代中国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及其所实现的理论思维的变革，真实地提升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

理论思维。这种提升，突出地表现在: 提升了当代中国哲学捕捉和把握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洞察力; 提

升了当代中国哲学分析和提炼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概括力; 提升了当代中国哲学阐释和论证时代性问题

的理论思辨力; 提升了当代中国哲学回答和解决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思想力。以时代性的人类性问题为

实质内容的“问题导向”，构成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思维的新起点。

哲学研究之所以必须是 “问题导向”，是因为理论是思想中的现实，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

代。哲学研究的最坚实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就是从时代性的重大现实问题中捕捉和把握其蕴含的重大

哲学问题。这就要求哲学研究首先必须提升其捕捉和把握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洞察力。究竟如何把握

“我们的时代”? 究竟怎样看待“中国道路”? 究竟怎样实现“文明形态变革”?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

志意识形态》中就明确地提出，“我们的时代”是历史已经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时代，而他们所处的“我

们的时代”的主要特征则是“东方从属于西方”。以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二战”结束为标志，在“人

民要革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新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地改变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使“历史”转

变为“世界历史”的“我们的时代”，具有了新的深刻的时代内涵。从时代的和世界的视野看，当代中

国所面对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问题，而且是中国所面对的世界性的和时代性的问题; 当代中

国所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是中国所开拓的创建人类文

明新形态的发展道路; 当代中国所积累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并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建设经

验，而是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迎来了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而且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既需要加快发展又

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为导引的人

类文明形态变革，催生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的哲学理念创新。以时代性的重大问题为导向，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为人类文明形

态变革提供创新性的哲学理念，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创新的坚实根基和重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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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导向”的理论洞察力的提升，直接地体现为分析和提炼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概括力的升华。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提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

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99 － 100 页) 分析经济形式需要理论思维的

抽象力，分析和提炼时代性问题同样必须依靠理论思维的抽象力。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

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我们的时代”，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时代性的特征与趋向? 对这种时代性的特

征与趋向应当作出怎样的概括和表达? 从时代性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精神生活的变革上看，

“我们的时代”的特征与趋向，显著地表现在从“东方从属于西方”的 “殖民时代”到 “东方崛起”

的“后殖民时代”、从以“机械化”为标志的“工业时代”到以 “人工智能”为标志的 “后工业时

代”、从以寻找“绝对”为标志的 “形而上学时代”到以寻求 “相对之绝对”为标志的 “后形而上

学时代”。“后殖民时代”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要求互利互惠的经济全球化和合作共

赢的政治多极化，因此必须突破 “零和博弈”的 “冷战思维”。以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

理念推进人类文明形态变革，正在和必将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后工业时代”深刻地改变了当

代人类的存在方式，科技创新成为文明进步最重要的驱动力。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进程中，人

们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消费方式、交往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以日常经验科学

化、日常消遣文化化、日常交往社交化、日常行为法治化、农村生活城市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的生

活方式，正在成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中的普遍化的人类存在方式。当代人类存在

方式的变革，必然导致社会思潮和精神文化的变革，并由此引发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的哲学理念的变

革。同一性与差异性、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相对性与绝对性、多元性与统一性，不仅成为当代哲学探

讨的重要哲学问题，而且在这种探讨中凸显了当代哲学的核心问题———标准与选择的问题。以 “形

而上学”为标志的前现代哲学之所以被称作 “传统哲学”，就在于全部的传统哲学都把自己的使命定

位为寻求某种绝对的、确定的、终极的真理，由此就把世界分裂为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非此即

彼、抽象对立的存在。这就是统治人类思想几千年的非历史的理论思维。在这种非历史的理论思维

中，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的根据和标准，就是某种绝对的、确定的、终极的真理，由此构成的就是

“没有选择的标准”。从“形而上学”到“后形而上学”的哲学理念的变革，就是以历史性的理论思

维把哲学所寻求的真善美理解为时代水平的人类自我意识，把哲学所寻求的真理理解为 “相对之绝

对”———历史性的相对和时代性的绝对，把人类自身的存在理解为 “超越其所是”的创造性的和开

放性的存在。然而，现代西方哲学在“拒斥形而上学”的过程中却形成了从 “没有选择的标准”到

“没有标准的选择”的哲学思潮，并由此构成了 “没有标准的选择的存在主义的焦虑”。从世界性和

时代性的宏大视野看，无论是当代人类选择什么样的文明形态，各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还

是每个个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不可回避地蕴含着 “选择的标准”。“没有标准的选择”是非

现实的虚假的选择。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 “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人类

文明新形态的根本标准，这应当是当代中国哲学确立的根本性的哲学理念。

捕捉和把握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洞察力，分析和提炼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概括力，需要诉诸于阐释和

论证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思辨力。理论思辨力，就是以理论思维的概念、范畴和逻辑去把握、分析、判

断和论证问题的能力。列宁指出， “思维的范畴不是人的用具，而是自然的和人的规律性的表述”
( 列宁，第 87 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 ( 同上，第 90 页) ，因此，这

样的范畴就 “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还包含着特殊东西的丰富性的普遍” ( 同上，第 98

页) 。对此，列宁进一步引证黑格尔的话说: “凡是没有思维和概念的对象，就是一个表象或者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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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个名称; 只有在思维和概念的规定中，对象才是它本来的那样”。( 列宁，第 242 页) 对于如

何使用概念把握对象，列宁又进一步提出，必须达到“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对立面同一

的灵活性”( 同上，第 112 页)，“这些概念必须是经过琢磨的、整理过的、灵活的、能动的、相对的、

相互联系的、在对立中是统一的” ( 同上，第 154 页)。这就是辩证思维的“运用概念的艺术” ( 同上，

第 277 页)。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在捕捉和把握时代性问题、分析和提炼时代性问题的进程中，不断

地提升了“运用概念”的理论思辨力: 不仅从反映与创造、选择与建构、直觉与逻辑、思想与反思的辩

证关系去看待人的认识活动，从目的性与对象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理想性与现实性、有限性与无限

性、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去看待人的实践活动，从理论源于实践与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推进理论与理

论引导实践的辩证关系去看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且特别注重研究“现实的人”与“现实的历史”、
“人的历史活动”与“历史的发展规律”、 “资本的逻辑”与“文明的逻辑”、 “社会的全面进步”与

“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关系，切实地提升了阐释和论证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思辨力。

理论洞察力、理论概括力和理论思辨力的提升，从理论思维上提升了回答和解决时代性问题的理

论思想力，赋予哲学范畴和哲学命题以新的思想内涵和时代内涵。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持续深入的“中、西、马”对话中，中国哲学界聚焦于对 “哲学”本身的理解，不

仅从“何谓哲学”与“哲学何为”的相互盘诘中追问 “哲学”，从哲学的 “同中之异”与 “异中之

同”的相互印证中追究“哲学”，而且着力地从哲学与宗教、艺术、科学的相互关系揭示“哲学”作

为人类 把 握 世 界 的 “一 种 基 本 方 式”的 独 特 的 理 论 性 质 和 理 论 功 能，从 “哲 学”与 “部 门 哲

学”———科学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等———的内在关系中寻求具有标志意义的 “我

们时代的哲学”。对“哲学”本身的追究，不仅升华了哲学思维的理论自觉，而且赋予“哲学”本身

以新的思想内涵和时代内涵，从而拓宽和深化了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哲学思维的理论自觉，直接地

引发对包括“存在”“矛盾”“实践”“真理”“价值”“本体”“反思”“自我意识”等哲学基本范畴

的重新审视和重新阐释，对“主体与客体”“同一与差异”“相对与绝对”“自在与自为”“必然与偶

然”“自由与必然”等哲学主要问题的重新审视和重新理解，特别是引发了对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

“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重新理解和重新阐释。在这些重新审视、重新理解和重新阐释中，不仅推

进了对构成人类思想和人类文明的基本信念、基本方式、基本逻辑和基本观念的前提批判，而且深化

了对构成人类思想和人类文明的最深层的基本观念———哲学理念———的前提批判。这种 “前提批

判”，变革了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 “哲学”，也变革了 “哲学”所表征的人类自我意识，

赋予人类思想和人类文明以新的思想内涵和时代内涵。马克思说: “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

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1 页) 不仅是反映和表达时

代精神，而且要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推进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这是 “为历史服务”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也是“面向未来”的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根本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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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ＲACTS OF MAIN ESSAYS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Thinking

Sun Zhengyu

Philosophical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alizes its own emancipation by advancing thought
concerning social emancipation and by transforming the intuitive reflection theory based on naive realism，the
linear causality theory based on mechanical determinism，and the essentialist reductionism based on abstract
ontology. Problem-oriented theoretical thinking enhances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s ability to engage
with epochal problems: its theoretical insights when seeking to capture and grasp them，its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 when analyzing and refining them，its theoretical speculation when explaining and expounding
upon them，and its theoretical imagination when answering and solving them. Problem-oriented theoretical
thinking moreover provides new and timely connotations as well as philosophical categories and propositions，
and offers an indispensable solid basis for theoretical thinking concer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and
academic and discourse systems of philosophy in contemporary China.

To Interpret Chinese Philosophy in Western Terms，or to Westernize It?

Zhang Ｒulun

A milestone of Western philosophy，Kant's self-legislating moral philosophy is a particular kind of moral
philosophy，and its definitions of moral foundations， universality， and necessity; imperative of moral
responsibility; and motivation for moral action，among other aspects，provide systematic and creative answers
to key questions. Kant’s self-legislating moral philosophy specifically derives from certain foundational
questions of modern Western moral philosophy. However，for some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ers，e. g. Mou
Zongsan，Kantian self-legislating moral philosophy is the model for moral philosophy itself and is therefore
universally applicable; these thinkers treat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as merely an analogue of Kantian
self-legislating moral philosophy. After clarify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positions of Kant’s self-legislating
moral philosophy，this article compares Kant’s views with those of Confucianism，and demonstrates that
wrapping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guise of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is to obscure and distort the
former’s original and universal contributions.

On Choosing a Path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Hermeneutics

Fu Yongju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faces a complex
situation. Externally stimulated by Western hermeneutics，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Chinese-Western
dialogue by taking Western hermeneutics as a referenc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hermeneutical
traditions，as well as to construct a problem domain and to creatively achieve the purpose of transforming
Western hermeneutics into modern Chinese hermeneutic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se two internally
demands connecting ancient Chinese exegesis to modern Chinese hermeneutics via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621·


